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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嵩 “非韩”说析论
苏 琦

摘 要:契嵩的 《非韩》《辅教篇》《中庸解》是其捍卫佛教生存的护法代表作。《非韩》
彻底确立了契嵩在北宋学界儒僧的崇高地位,更是其儒释融会、援儒卫佛思想体系的重

要组成部分。在契嵩 《非韩》的全面 “非韩”中,契嵩站在反儒家经术的立场,从多个

角度对韩愈进行了批判。其中,所占篇幅最大的当数对 《原道》 《原性》的批判。在系

统激烈的 “非韩”过程中,契嵩全面借用了儒家典籍经论,并且完全站在儒者的立场上

以儒批儒,有力回击了当时学界空前的排佛浪潮,达到了 “非韩”的目的。同时,契嵩

的 “非韩”在客观上促进了儒家对自身学理的反思和深掘,重新诠释了儒家的经义,开

启了儒家义理向内圣与本体、心性发展的新维度和理学方向,在对后世理学产生影响的

同时,更促进了北宋中期儒学的历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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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嵩 (1007—1072)的 《非韩》《辅教篇》《中庸解》是其捍卫佛教生存的护法代表作,也是

其儒释融会、援儒卫佛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契嵩在 《非韩》中,基于儒学理论基础对韩

愈进行了多方批判,这体现了契嵩通习儒家经典的儒僧背景。契嵩的 “非韩”彻底确立了他在北

宋学界儒僧的崇高地位,这也是契嵩对当时士大夫们普遍尊儒排佛社会风潮的有力回击。“非韩”
使契嵩的儒释融会思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巅峰,无论是在北宋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还是在当下对

契嵩思想的研究,都具有重大的研究意义和理论价值。
契嵩儒佛交涉及其对儒学、理学的影响,目前学界已有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论述,如钱穆

《读契嵩 <镡津集>》、魏道儒 《从伦理观到心性论———契嵩的儒释融合学说》、方友金 《论契嵩

的儒释一贯思想》、陈雷 《契嵩佛学思想研究》等。而关于契嵩基于 “非韩”立场上的援儒卫佛

思想体系研究,台湾学者相对更为关注。除了欧朝荣 《宋初智圆与契嵩对儒学的回应》、刘贵杰

《契嵩思想研究———佛教思想与儒家学说之交涉》、张清泉 《北宋契嵩的儒释融会思想》等相关著

述中略有提及之外,洪淑芬在 《论儒佛交涉与宋代儒学复兴———以智圆、契嵩、宗杲为例》第二

章 “尊韩与非韩”第二节中,还对契嵩的非韩问题进行了详细探讨。洪淑芬从 “引证经籍以驳斥

韩愈的文章经术”和 “折衷于圣贤以质疑韩愈的出处进退”上下两个部分对契嵩 《非韩》的内容

进行了探究;同时,在上半部分 “引证经籍以驳斥韩愈的文章经术”中,从 “道与教之辨”“性
与情之别”“夷夏之争”三个方面,对之进行了分析[1]123-173。本文在洪淑芬论证的基础上,拟从

其他的角度和立场再次对契嵩的 “非韩”进行进一步的究明和探讨。

一、从 《非韩》到 《劝书》

中唐以降,以韩愈 (768—824)为首的士大夫便 “高声诵孔子”“为学诋佛老”,兴起了颇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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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的捍卫儒家道统的排佛运动。韩愈在其 《论佛骨表》《与孟尚书书》《原道》等文中都明确表

明了他 “尊儒排佛老”的基本立场,这将在后文中从契嵩 “非韩”的角度进行逐一阐析。除韩愈

外,诸如欧阳修、石介、孙复、李觏等当时有名的文人士大夫,也都显示出了明确的排佛思想。
欧阳修 (1007—1072)在 《本论》中提出了具体的抑佛方法。在儒者的鼓励下,当时的学界中,
慕韩、尊儒、古文运动、辟佛四位一体的学风日渐浓重。

故救天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来,而治其受患之处。佛为夷狄,去中国最

远,而有佛固已久矣。尧、舜三代之际,王政修明,礼仪之教充于天下。于此之时,虽

有佛无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阙、礼仪废,后二百余年而佛至乎中国。由是言之,佛

所以为吾患者,乘其阙废之时而来,此其受患之本也。补其阙、修其废,使王政明而礼

仪充,则虽有佛无所施于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势也。[2]

石介 (1005—1045)有言:“佛,老以妖妄怪诞之教坏乱之。”[3]孙复 (992—1057)也在 《孙
明复小集·儒辱》中谈到:“佛,老之徒横行于中国,……绝灭仁义以塞天下之耳;屏弃礼乐以

涂天下之人。”[4]李觏 (1009—1059)复有言:“苟去浮屠氏,是使情者苦、恶者惧、末作穷、奇

货贱,是天下不可一日无浮屠也,宜乎其排之而不见可喜也。”[5]如此排佛的观点和论著为数颇

多,可见当时排佛之势的兴盛。契嵩为化解排佛的声浪,除了对当时的排佛言论给予反驳之外,
更进一步追本溯源,针对领军人物韩愈进行了批判驳斥,其撰写了 《非韩》三十篇,共计三万余

言,除了针对韩愈的排佛思想予以反驳外,更进一步对韩愈的 “道统”与 “文统”地位展开了批

判和挑战。
这里值得探讨的是契嵩对于韩愈的态度。在 《非韩》中契嵩对韩愈进行了全面批判,但在

《辅教篇·劝书》中却评其为 “贤人”。“韩子贤人也,临事制变,当自有权道。”[6]14从两者的著书

年代上看, 《非韩》是在契嵩五十岁时所作,即嘉祐元年 (1056年);而 《劝书》是 《教辅篇》
中的一篇,《辅教篇》按照 《原教》《广原教》《劝书》来排序,《劝书》的叙文做在最后,《辅教

篇》的完成在嘉祐六年 (1062年)左右,因此最后完成的 《劝书》可以粗略推断其完成时间大

概是在嘉祐元年 (1056年)和嘉祐六年 (1062年)之间[1]130。《劝书》也是契嵩护法的代表作之

一,在文中契嵩认为士大夫们对佛教实为外排内奉。“昔韩子以佛法独盛,而恶时俗奉之不以其

方,虽以书抑之,至其道本,而韩亦颇推之。”[6]13契嵩还列举了韩愈在其作品中频繁出现的奉佛

之例,称韩愈 “韩氏之心,于佛亦有所善乎? 而大点颠,禅书亦谓韩子尝相问其法,此必然

也”[6]14。但是契嵩在 《非韩》中却对韩愈进行了强烈批判,指出韩愈在 《原道》中毁谤老子,却

在 《师说》中称他为孔子之师;孟子是批判杨墨的,韩愈却著述了 《读孟子》;儒者不论神鬼,
韩愈却在 《原鬼》《柳州罗池庙碑》中大谈鬼神。契嵩认为这一系列行为表明作为儒者的韩愈失

去了应有的品格。由此可见,在 《非韩》和 《劝书》中,虽然都是引用韩愈的文章和观点,契嵩

对韩愈的评价却是前后截然相反的。《非韩》中契嵩斥责韩愈文章思想的前后不一,《劝书》中却

指出韩愈对佛教外排内奉;《非韩》中批判韩愈反孔孟,《劝书》中又称其思想具有圆融性。《劝
书》以护法为目的,并上书了朝廷,而 《非韩》作为学界论著,没有较强的政治目的性,因而观

点也更随意自由。
《非韩》和 《劝书》都是契嵩援儒卫佛的代表作,对韩愈评价态度的截然不同,反映了当时

特殊的社会政治背景。《非韩》是回击当时社会排佛浪潮的应时之作,在这一点上,契嵩的 “非
韩”可以说是具有政治色彩的政驳。到 《劝书》时,儒释融会思想已经引起社会重视,佛教地位

也得到了空前的提高,因此契嵩对韩愈的评价可以归原为单纯的儒家理驳。契嵩对韩愈的批判和

对其学说的论证,无形中促进了宋初以来的儒学复兴的向度,使其由提倡伦理道德向更精微的心

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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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非韩》中的 “非韩”

《非韩》全三十篇,分为上中下三部分,最主要和所占篇幅最多的是 《原道》批判的第一篇

和第三篇。契嵩在 《非韩三十篇·并叙》中说:“非韩子者,公非也,质于经,以天下至当为之

是,非如俗用爱恶相攻。必至圣至贤,乃信吾说知之不荀也。其书三十篇,仅三万余言。”[6]320契
嵩在文首便表明了自己 “非韩”的立场,并强调了 “非韩”的目的并非是对韩愈个人的批驳斥

责,而是站在儒家的角度上对其学说进行分析。
首先,契嵩在对韩愈 《原性》的批判进路上,可以说是着重从 “理迹论”和 “佛教优位论”

两大理论基础上进行的驳斥。契嵩对 《原道》的批判主要集中在韩愈的 “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

为虚位”[6]320的论点上。契嵩认为仁义要在道德的上位。他认为:“夫缘仁义而致道德,苟非仁义

自无道德,焉得其虚位? 果有仁义以由以足,道德岂为虚耶? 道德既为虚位,是道不可原也,何

必曰原道?”[6]320契嵩提出仁义既是道德的内涵,道德又怎可能是虚位,如果道德果真是虚位,韩

愈的 《原道》又从何而来呢? 韩愈的 “虚位说”目的是用儒家的 “仁义”来比照佛老道德的 “虚
无”。其后契嵩还引用了 《礼记·曲礼》《易经·说卦传》《论语·述而》,并对 《原道》中 “仁义

道德”四字的排序提出质疑。
道德仁义四者,乃圣人立教之大端也,其先后次第有义有理,安可改易? ……自古

未始有四者连出而道德处其后也。 《曲礼》曰: “道德仁义,非礼不成。” 《说卦》曰:
“和顺道德,而理于义。” 《论语》曰: “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义。” 《礼运》
曰:“义者艺之分,仁之节也。协于艺,讲于仁,得之者强。”此明 “游于义”者,乃圣

人用义之深旨耳。杨子曰:“道以导之,德以得之,仁以人之,义以宜之。”老子虽儒者

不取,其称儒亦曰道而后德,德而后仁,仁而后义。道先开通,释曰 “开通”,即 《繁

辞》云 “开物成务”,又曰 “通天下之志”是也。……道、德、仁、义相因而有之,其

本末义理如此。圣人为经,定其先后,盖存其大义耳。今韩子戾经,先仁义而后道德,
臆说比夫开通得理,不乃颠倒僻纡无谓邪?[6]321

契嵩认为 “道德仁义”是圣人立教之大端,先后次序是有义有理的,不可擅自改易。并批判

了韩愈 “仁义道德”的排列方法,认为其不合经义。关于 “道”,契嵩认为儒家存在超越仁义之

上的 “道”,而这个贯穿儒家整体的 “道”,可以说在 《礼记》中便是 “中庸”,在 《书经》中便

是 “皇极”,在 《春秋》中便是 “列圣大中之道”。
若 《说卦》者,若 《论语》者,若 《曲礼》之别义者,若老子、杨子者,其所谓道

德,皆此之大道也。然是道德,在 《礼》则中庸也、诚明也,在 《书》则 《洪范》皇极

也,在 《诗》则思无邪也,在 《春秋》则列圣大中之道也。[6]322

在这里,契嵩强调的是中庸之道并认为它是贯穿儒家整体的 “道”。这也为契嵩的儒释融会

思想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石。契嵩在 《原教》中有如下阐释: “夫仁义者,先王一世之治迹也,
以迹议之而未始不异也,以理推之而未始不同也。迹出于理,而理祖乎迹;迹末也,理本也,君

子求本而措末可也。”[6]2这里如契嵩所言,儒家与佛教在现实层面的治 “迹”方面虽有不同,但

在支撑治 “迹”的 “理”的层面上却是一致的。“理”与 “迹”中 “理”是起主导和本质作用的,
而儒释融会正是对此中的 “理”的探寻。中庸之道便属此 “理”,佛教中也称之为 “中道”。在这

里,儒家的 “中庸”和佛教的 “中道”便在 “理”的统摄下具有了相通点和一致性。
由此可见,作为 《非韩》第一篇的 《原道》不仅是契嵩从反儒家经术的方法进路上对韩愈的

批判,更是他儒释融会思想的理论论述。这个理论可以说就是认为 “理”(即 “道”“心”)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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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迹”(即 “教”)的 “理迹论”。而契嵩 “理迹论”的提出,也不仅是单纯为了阐述儒释融会,
同时也是意图针对当时尊儒排佛的思潮,进一步提出其 “佛教优位论”。契嵩在 《皇极论》《中庸

解》中都有对儒家中庸之道的推崇,在用儒家理论论证 “皇极”优异的同时,契嵩更加深厚的佛

教理论将 “理迹论”中主要的 “理”引向了佛教的教义,阐明佛教不仅与儒家有相通的融会基

础,更在教理经论上优于儒家,这也是契嵩援儒卫佛的理论方法,是其儒释融会思想实践的主要

路径。
其次,契嵩对韩愈 《原性》中提出的 “性三品说”给予正面驳斥,并据此提出了 “灵知性情

论”。韩愈在 《原性》中将人性分为 “上”“中”“下”三个等级,认为 “上”为全善之人,“下”
为全恶之人,“中”为非善非恶、善恶皆有可能的普通人。这也是韩愈有名的 “性三品说”。

性也者,与生俱生也;情也者,接于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为性者五;
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为情者七。曰: “何也?”曰: “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

焉而己矣;中焉者,可导而上下也;下焉者,恶焉而已矣。其所以为性者五:曰仁、曰

礼、曰信、曰义、曰智。上焉者之于五也,主于一而行于四;中焉者之于五也,一不少

有焉则少反焉,其于四也混;下焉者之于五也,反于一而悖于四。”[7]

韩愈的 “性三品说”认为,上品之性五常有备,下品之性五常与之相悖,中品之性五常杂而

不纯。情也有三品,上品之情其情善,中品之情可善可恶,下品之情其情恶。性与情交互对应,
性善则情善,情善则性亦善,“性”与 “情”密不可分。契嵩针对韩愈的性情论,指出:“夫孔子

所谓 ‘惟上智下愚不移’者,盖言人之有才智与聪明,及愚冥而无识耳,非言性也。夫智之与

愚,乃其性通塞之势耳,非性命之本末。若夫性者,即在物灵焉而有知者是也。”[6]337契嵩反对韩

愈以 “善恶”“智愚”“品第”来论述人性,也认为上智下愚之说,是论 “才”而非论 “性”。在

讨论 “性”“情”之辨时,契嵩引用了 “灵知”。
今天下之人灵然,利至而知趋,害至而知避,孰不皆然,岂有上下之别耶? 但其所

知有远近,其能有多寡,是盖通塞之势异尔, 《论语》所谓 “性相近”者,盖言其性则

同也,曰 “习相远”者,盖言其因学习故,则人善恶异矣。[6]338

在这里,契嵩认为 “仁义无常”既非 “道”也非 “性”,只是形而下的教化和善情而已,他

反对以 “仁义五常”作为讨论 “道”与 “性”的论辩核心,这也从根本上否定了韩愈的思想。
契嵩的 “灵知性情论”反对以善恶言 “性”,指出了 “性”的 “唯寂唯静”“感而遂通”,认

为善恶来自 “情”的感物,并非 “性”的本然,强调 “性”静 “情”动,“性”无善恶,“情”才

有善恶。联系到 “理迹论”而言,便是 “性”在 “理”的层面上, “情”则在 “迹”的层面上。
据此可以看出,在 《非韩》中,契嵩的 “灵知性情论”是在佛教 “性情论”的基础上,广引儒家

经籍,借以批判韩愈 “性三品说”的驳斥方法。

三、契嵩 “非韩”说的三个进路

契嵩在 《非韩》中对韩愈的批判主要是围绕反儒家典籍批判、前后逻辑矛盾批判和儒者人格

批判等三个进路而次第展开的。契嵩 “非韩”说的三个进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契嵩儒僧的理

论背景,也彰显了他在韩愈等儒士排佛论争中捍卫佛教的坚决立场。
(一)反儒家典籍批判。在 《非韩》第六 《原鬼》中,契嵩有言:“韩子作 《原鬼》,谓:适

丁民之有是时也,故原鬼为其辩之也。……况又原鬼真,以鬼而示民,岂先王之法乎? 韩子之为

言,不唯悖先王之道,抑又昧乎孔子之意也。”[6]342批判韩愈违背了孔子不喜鬼神的论证立场。在

《非韩》第七 《获麟解》中,有言:“韩子为 《获麟解》曰:‘麟之出必有圣人在乎位,麟为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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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也。圣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为不祥。’此谓麟为孔子出,孔子知麟,麟为祥,以解夫鲁人昔

谓麟为不祥者也。韩子之所谓,何其未识经也。”[6]343在这里,韩愈将获麟作为祥瑞,契嵩引用

《礼记·礼运》和 《春秋左氏传》,批判获麟不仅不是祥瑞,反而是不祥事端的象征。在 《非韩》
第九以韩愈的 《对禹问》为批判对象的论述中,契嵩言:

韩子为 《对禹问》,谓禹虽以天下传之子,而其贤非不及乎尧舜传贤之贤也。……
荀卿、杨雄虽皆言传授之事,亦未始称禹自与其子天下也。因怪韩子疏谬,不讨详经

史,辄为此言。……韩子虽欲贤禹,而反更致禹之不贤。[6]347

契嵩引用 《礼记·礼运》和 《孟子》批判韩愈不穷史料,不是禹让贤于启,而是传位于益,
而益又让位于启。在 《非韩》第十三中,契嵩批判韩愈的 《处州孔子庙碑》:“夫社稷者用其达天

地之气,正以不屋而为坛尊,唯丧国之社乃屋,示绝阳而通阴,戒之也。故社稷屋之,乃其辱

耳。韩子欲以社稷之无屋与孔子校其荣,何其不知经之如此耶?”[6]357契嵩认为韩愈用处州孔子庙

来比较社稷、句龙的有坛无庙,借以称颂孔子的高尚功德是欠缺常识的谬误。他引用 《礼记·郊

特牲》来驳斥说,丧国才设庙,社稷为了通天地阴阳之气,正是以设坛不设庙为尊,设庙反而是

种耻辱,如上的 “非韩”实例还有很多。契嵩指出了韩愈作为儒学大家,对儒学经典自己都不甚

详解。此种 “非韩”方式,主要是用儒家典籍为史料论据,进而纠漏和批判韩愈在其诸多著作中

的观点和错误。这在一定程度上考证了儒家典籍中很多细小的问题,等同于对儒家的著书典籍做

了一定的校注。
(二)前后逻辑矛盾批判。契嵩在 《非韩 (中)》第四中批判韩愈作 《原人》:“然韩子如此

而异,亦犹狙公赋茅,曰 ‘朝三而莫四’‘朝四而莫三’,果何能为异耶?”[6]340批判韩愈前后逻辑

矛盾,论述观点首尾不一。 《非韩》第十四中,契嵩批判韩愈在 《唐故赠绛州刺史马府君行状》
中有言:“马汇者,‘刺臂出血书佛经’者,在韩子当辩,乃从而称之,韩子殆始识知乎佛经欤?
……虽然,《原道》先摈佛,何其太过,而行状推佛,何其专也欤? 韩子固亦不恒其德矣。”[6]359

他认为韩愈对佛教外排内尊,在观点主张上是存在逻辑矛盾的。这也体现在 《非韩》第十九中,
批判韩愈前褒墨子后贬墨子,逻辑观点反复无常,无从遵循。

韩子 《读墨》谓:“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及与孟简

书,乃曰:“二帝三王群圣之道大坏,后之学者无所寻,遂以至于今泯泯也,其祸出于

杨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韩子何其言之反覆如此,惑人而无准也。[6]370

(三)儒者人格批判。契嵩在 《非韩》第八中云:“韩子以三书自荐,求用于宰相。……韩子

既不能守道而贵义如古之圣贤也,又以书而自举于其上,固宜恭其言,平其气,自道可也,乌得

躁以忿,惧非人之政治耶?”[6]344契嵩批判韩愈失去了儒者风骨,自荐上书求功名等作为有损其儒

学大家的品格要求,不能称之为真正的儒者。在 《非韩》第二十五,契嵩批判韩愈排佛观点代表

作 《论佛骨表》,指出:“韩子 《论佛骨表》,以古之帝王运祚兴亡,其年寿长短校之,谓无佛时

其寿祚自长,事佛则乃短;指梁武、侯景之事,谓其事佛求福,乃更得祸,以激动其君也。……
韩子不顾其福,而专以祸而诬佛,何其言之不公也。”[6]375契嵩认为韩愈将历史上几位奉佛皇帝的

短命归咎于佛法是极为不公和武断的,批判韩愈贬斥佛法并上书帝王非儒者该有的行径,是人格

不端之人所为。在 《非韩》第二十八中批判韩愈过于狂妄自大,过度吹嘘自己,丝毫没有儒家的

温良恭谦。
韩子所谓 “做唐之一经”,过也。古之立书立言者,虽一辞一句,必始后世学者资

以为法。其言不中,则误其学者。……及视其外集 《答刘秀才论史书》,乃反怯而不敢

为。然以此为尤,韩子何其勇于空言,而怯于果作,可笑也。诚前所谓 ‘颠顿狼狈’,
失其所操持,而发斯狂妄耶。[6]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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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契嵩的 “非韩”大部分是从儒者的角度引用儒家典籍经义对韩愈论说展开的驳斥

辨析。正如契嵩从 《非韩》到 《劝书》对韩愈的贬斥态度变化,契嵩的 “非韩”不是针对韩愈个

人的矛头指向,而是其面对当时高涨的排佛风潮的必然回击。而在 《非韩》中,契嵩对韩愈的批

判进路和方法,都是沿着儒家的经学体系一脉所成。契嵩 “非韩”客观上的意义是他对儒家经学

的究明和发展,为后期理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契嵩把儒家义理引向了本体和心性的崭新维度,
是其儒释融会思想的实践体现,在儒学的发展史上起到过积极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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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Examinationof“Non-Han”byQiSong
SuQi

Abstract:Non-Han,AuxiliaryEducationandMediocrityaretherepresentativeworksofQi
SongtodefendthesurvivalofBuddhism.Non-HannotonlythoroughlyestablishedQiSong􀆳s
loftypositionasaConfucianmonkamongscholarsintheNorthernSongDynasty,butalsowasa
significantpartofhisideologyblendingConfucianismandBuddhism,supportingConfucianism
anddefendingBuddhism.InNon-Han,fromtheperspectiveofanti-Confucianism,QiSongcriti-
cizedHanYufrommulti-angles,inwhichYuanDaoandYuanXingareofthemaximumlength.
Inthesystematicandfierceprocessof“non-Han”,QiSong,fromthestandpointofaConfucian,

fullyborrowedtheConfucianclassics,criticizedConfucianismbyuseofConfucianism,foughta-
gainsttheunprecedentedanti-Buddhismwaveprevailinginacademiccircles,andachieved“non-
Han”.Meanwhile,“non-Han”objectivelypromotedConfucianstoreflectonanddigtheirideolo-
gies,reinterpretConfucianclassics,andopenedanewpageofConfuciandevelopmenttothenew
dimensionandneo-Confucianismdirectionofinternalholy,ontologyandnatureofmind,which
producedinfluentialimpactsonthelaterneo-Confucianismandpromotedthehistoricaldevelop-
mentofConfucianisminthemiddlephaseoftheNorthernSongDynasty.
Keywords:QiSong;blendingConfucianismandBuddhism;“non-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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